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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于人类（以及少许其他动物） 

合宜的研究的新思考
1
 

 

约伦·索内松/文 

董明来/译  

 

摘要：为了区分动物和人类的符号能力，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理解这些属性

是什么。我们当然必须界定符号的概念，而不是把所有意义之载体与符号等同；

但也有必要提供的其他类型的意义的清单；这份清单从知觉开始，并经在抵达

符号符号系统之前，它过一系列居间概念，比如功能可供性、标记和代替物。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对一些意义的现象学描述，它并未试图去穷尽任务的复杂

性，但仍然应该提供关于这种复杂性的一个概念。它表明，需要与现象学观察

携手并进的，除了对于符号层级，以及演化和发展的等级的建立，在某种程度

上，还有对动物和人类能力的比较。 

 

1.导论 

所有人类都是（至少同时是）动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乃是被称为生物

符号学之研究的对象。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许多这些角度都其实尚未被明

确化），人类又与动物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能说人类被人类学符号学所

研究，我有所犹豫，因为我认为后一个术语乃是一个稻草人；如我们所知，它

被生物符号学的参与者所设立。2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我曾经申明，作为一个学

科之符号学的主要兴趣，由对不同符号学资源的比较和对比所构成，而并不像

传统人文学术所做的那样，把对语言学的、绘画的，以及其他人造之物的研究

分裂开来（Sonesson 1989, etc.）。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如果我们想要能够弄清

楚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不同与相似之处的话，我们就必须提出一种单一的，综合

性的对符号学的研究。 

在假设一种对意义和生命的共享的外延性（co-extensiveness）时，霍夫梅

耶（Hoffmeyer e.g. 2005）曾经细心地指出，与所有通常类型的还原主义相左，

生物符号学式的还原主义并不把取自自然科学的模型投映在人文学术研究的对

象之上，而是恰恰相反。从而，人类中心主义地说，它并不在一个向下的范围

 
1 原文：Sonesson, G. (2009). New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 – and, marginally, 

some other animals. Cognitive Semiotics, 2009, 133-168. 

2 或者说，如我所知。除了被杰斯帕·霍夫梅耶所启发的那个传统以外，我不能声称我对其

他传统有什么广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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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运作，而是引发一种向上的运动；它把符号投射在细胞上，而不是相反。用

马南（1997）在他关于超现实主义的研究中引入的术语来说，它乃是一个向上

的，或曰上升的修辞学情景。自然，霍夫梅耶完全不会考虑在此发现任何隐喻，

因为所有隐喻都假设了媒介和原则之间持续性的某种断裂，无论这种断裂有多

么微小（cf. Sonesson 1989:330ff; 2003）。3它们卷入了一种含义对一个领域的入

侵，这个领域恰好由另一个含义所占据。人们可以争辩说，除了对于一种表面

化的修辞效果来说以外，上升的与下降的还原主义实际上接近于同一种东西：

无论是所有事物都被认为是符号，还是没有事物被认为是符号，我们最终都失

去了所有能辨别出不同的可能性（cf. Sonesson, in press）。 作为一种隐喻，这

种同一性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未曾宣称过任何“真正”的统一性。

然而，作为一种科学的模型，它起码并能提供很多信息。 

即使我们从这种还原主义的模型出发，我们也确实有许多方式来处理它的

不足之处：比如，通过引入层级（levels），或者说等级（hierarchies）。虽然

如此，要在生物符号学内部容纳人类，仅仅是引入符号学的诸层级还并不足够

（cf. Brier, this volume; Kull, this volume）。区分这些层级的清晰的标准，或者更

具体地说，意义在不同的领域中被处理的方式，同样是必要的。设立不同的层

级是一个精彩的开始，然而这并未告诉我们，不同的层级如何不同。说它们与

相似符、指示符与规约符相匹配或许是有用的（Kull, this volume）；但也唯有

在一个更靠后的步骤中，当诸步骤与可被经验地区分的标准相联结的时候，这

种说法才有用。在此，“经验的”一词应当在广义上被理解，从而包含系统性地

被获得的第一人称数据，正如在处于想象中的现象学变更中那样。 

一旦不同层级通过清晰标准而被定义，人们就可以敢于去建立一种（或另

一种）关于符号学演化或者发展的，等级化的模型（cf. Zlatev 2007; 2008; this 

volume）。但是，在后面，我并不想提出任何这样一种层级。这并非是因为我

认为这个理念是错的，而是因为我相信，有多种不同的意义；并且，在我们试

着在一个时间维度上安排这些意义之前，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应当是仔细地研

究它们。在这篇论文的其他部分，我将会进行这样一个对于意义之诸意义的研

究。这项研究会通过使用一种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理路而进行：亦即，试图

把意识场域中的结构性呈现明晰化。4更进一步的，当这些意义可以被我们所用

 
3 或许除了当这个术语与拉考夫的术语相混淆时；人们现在已经太过熟悉这个术语。 

4 自然，在胡塞尔之后，很难再有任何方法来研究单纯与现象相关的纯粹现象学，因为至

少胡塞尔本人的作品也应被考虑。并且，在我们这个情况里，正如在我早年的书写中我所

做的那样（Sonesson 1989），也正如古尔维奇（1957）或许是作为开拓者所做的那样，我

们不得不进入与那些有关相当不同的灵感的作品的，多话的对话之中。关于从现代认知科

学角度所见之现象学的介绍，见加拉格尔与扎哈维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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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也会转向一些动物研究。这些研究可以阐明一些同样外在于人类经验之

范围的意义类型的存在。 

我并不从最简单的意义开始，而是首先考虑那个到最后最令人熟悉的意义：

符号。从那里开始，对那些必须与符号共存的不同意义之澄清，就变得可能了。

这些意义包括知觉、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也包括一些几乎类似于符号的

意义类型，比如记号和替代物，以及那些把符号作为前提的意义，尤其是符号

系统。 

 

2.符号作为意义的原型 

在他的晚年，皮尔斯意识到，他的所有概念都太狭义了：他反思道，他其

实应该谈论“媒介（medium）”，“分支（branching）”，或者“中介

（mediation）”（CS 4.3 and MS 339, quoted by Parmentier 1985），而不

是“符号”。事实上，他甚至评论道，把“符号”一词变成一个它无法匹配的，

过于巨大的工作，乃是“令人受伤的”（cf. CP. 4.3）。 这里，皮尔斯听起

来非常像终于发现了它的计划的蛋先生（Humpty Dumpty）5。并且仍然，它也

与皮尔斯的“术语系统的伦理”相符合——这种伦理生成，我们不应该引入任

何“扰乱任何现存的术语”的术语（cf. Perice 1998, II, 263-266; Deely 

2001: 662ff）。说起来奇怪，那些认为他们自己是真正的皮尔斯主义者的人，

似乎并并未考虑这对皮尔斯一部分的自我批评。 

在下面，我会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符号过程”（semiosis）这个术语，

且并不偏好任何被卷入之意义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符号仅仅只是诸（更为

复杂的）方式之一，通过这些方式，意义可以被实现。让我们从考虑一些可以

是符号的核心例证的东西开始，然后试着决定他们之间有何共同点。即使对于

霍夫梅耶而言，细胞肯定不是如此一种核心的例证，因为他明显倾向于把一些

从其他东西来的，更为令人熟悉的描述带给符号。显然，霍夫梅耶所思考的，

乃是语言学的符号，是语词，或者（更精确地说）， 是语素。我相信，图像符

号基本上乃是与语言学符号相似的；起码，一些姿势也是一样。游戏-表演，与

孩子的象征性的游玩一样，似乎从属于同一个宽泛的类。自然，我并不是在论

辩说，这些类型的意义都是规约性的；我并不和艾柯、古德曼（Goodman），以

及许多其他人类似——在很久以前，我就否定了他们的论证（cf. Sonesson 

1989; 1993, 1994; 1995, 2000a）。但是，它们有着（起码）两个部分；这既

让规约之在场，又让一个被激发的关系成为可能。在这里，索绪尔确实是那个

更为深刻的现象学家：除了在外部世界中与符号所关联之物（亦即，所指）之

 
5 蛋先生，一首英国童谣中的人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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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符号本身有两个部分，因为除了被感知到的东西之外，它也包含了那以一

种特殊的方式解释了指称物（referent）东西。 

根据皮亚杰对儿童发展的论述，每一个孩童都经历了一系列不同阶段，这

些阶段提升了他或者她的理解能力。然而，对于当下的语境来说有着特殊的重

要性的，乃是皮亚杰的如下断言（1945; 1967: 134ff; 1970:342ff）：在大概

18 个月大时，在感知运动阶段和具体运演阶段的边界上，孩童掌握了“符号学

功能”（本来被叫做象征功能）；该功能卷入的，不但有语言，而且还有绘画

与象征性游玩（symbolic play）。皮亚杰并未否定，孩童在此年龄段之前，就

在诸如感知等（方式）中经验到意义（从而预见了 Trevarthen 与 Logotheti 

1989 中的批评），但是他认为，唯有在对符号学功能的实现中，孩子才能够把

符号理解成一种被区别为所指与能指的东西。然而，必须注意，在此，皮亚杰

是在谈论“生产”语言、图像等等之物的能力，而不是解释它们的能力。正如

在语言这一情形中一样，理解图像的能力会最为自然地被理解为先于任何生产

图像的能力。然而，在此我们并不考虑符号功能产生的时刻，而是考虑它的结

构。 

“区别”这个经常被忽视的概念，在我看来乃是基底性的。6但是，不可或

缺的，是坚持在主体性区别与对象性区别之间的不同。“从主体本身的视角上

来说”，符号学功能或者说符号（功能）这个我将会使用的概念，要求“一种

在所指和能指之前的区别”（Piaget 1967:134f）。从而，比如说，对于一个

婴儿而言，一个几乎完全不可见的对象的可见的一端，乃是整个对象的能指，

但是它同样碰巧是“所指的一个对象性的部分”。并且，根据皮亚杰（ibid），

这个可见的一端从而也就不能是一个符号。但是，皮亚杰宣称，当孩子用一颗

鹅卵石来指称糖果时，孩子意识到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也就是说，这里有主体

性的区别。 

令人好奇的是，皮亚杰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某物并未被对象性地区别

时，它也不能被主体性地区别。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在皮亚杰例子中用鹅卵

石来指代一块糖果的这同一个孩子，用求救声（recourse）而不是羽毛来表达

一只鸟，或者用一块鹅卵石来指代一块岩石，但从而并不混淆部分与整体：这

样，这孩子就会借用对象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乃是一只鸟或者岩石的“对象

性”的一部分；然而，这孩子从“他的角度”把前者从后者那里区别开来。更

进一步的，与皮亚杰（1967:134）所主张的相左，虽然在动物与它的脚印之间

有着物理性与时间性的关系的实存，但那个通过脚印来确认动物，并且通过脚

印来确认动物所行之方向的猎人，在他对符号的理解中，并不把脚印和动物本

 
6 事实上，维果茨基（1962）也观察到在被区别的符号和其他意义之间的区别，但是他缺

乏把握此不同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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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混淆：在混淆了二者的情况下，他会被前者所满足。如果脚印未与产生了它

们的动物相区别，那么脚印就确实不能被读作符号，而仅仅会被当做一个复杂

情景的一部分；动物也是这个复杂情景的部分。区别或许是那个充当能指的对

象的结果，这个对象与充当所指的对象，并未处于一个空间性以及/或者时间性

的延续中；区别还把能指当做一个世界中的一般范畴的结果，这个范畴也所指

不同：但是，其他的还未被廓清的标准也可能存在。 

如果索绪尔和皮亚杰可以说确实做了一个实在不错的，但却不是具体地清

晰的现象学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胡塞尔本人对关于符号的现象学作

出一些贡献。胡塞尔对符号（他称作“共现” [appresentations]）的讨论确

实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讲清楚那被卷入“主体性的区别”的东西。的确，根据胡

塞尔（ 1939），两个或更多的不同事物可以进入不同种类的“结对”

（parings）。这些结对包括两个共在之物的“被结对的联想”（paired  

association）到“共现的结对”（在其中一个事物是在场的，而另一个则通过

第一个被间接地给予），再到真正的符号关系。在符号关系中，再次地，一个

事物直接地在场而另一个仅仅间接地在场；但是在此关系中，结对中间接地被

呈现的东西乃是课题，亦即，意识注意力的重心。这清楚地暗示了，符号在两

个意义上是非对称的：它的一个部分比另一个更被注意，而它的两个部分中的

第二个则比第一个更直接地可被知晓。 

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这些观察：因为关键乃是课题性的结构，而这个

结构本身与一个主体相关；对于这个主体而言，这个结构乃是意识场域的一部

分。在某种意义上，主体可以把符号的第一个部分作为另一个部分的替代

（stand）。用更为令人熟悉的术语来说，符号的第一个部分乃是“关于”另一

个部分的。当然，这能更为容易地被运用于内容与指称物之间的关系；在此关

系中，后者使外在于符号的世界与那个与符号有关的世界相符合。事实上，胡

塞尔（1980）只在他关于图像意识的研究中清楚地做出了这种区分。在此研究

中，他说明道，被描画的柏林宫殿在此处，处于于图像之中，而真正的宫殿则

在柏林（cf Sonesson 1989: 270ff; 206a; cf. Zlatev, this volume）。7正

如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出的那样（Sonesson 1989: 193ff），我们因而必须假设

某种课题性的等级系统，这系统（在一般情况下）从表达开始，经由内容而到

达指称物。8 

 
7 以一种更为经典的经验主义的方式，此区分的必要性可以通过研究孩童对图像的解释而

产生；根据这种研究，把在一个图像中在场的对象与另一个这样的对象等同这件事，相比

于把它在现实中还原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更为简单的（Lenninger 在准备中的研究）. 

8 事实上，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胡塞尔相当在意在他称为内容（“noema”）和被意指之物

（“the noematical core”）之间的不同，但是他似乎并未在其他地方把它与表达联系起来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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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我们可以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通过以下属性来定义符号： 

a.它（起码）包含两个部分（表达与内容），并且它作为一个整体乃是相

对而言独立于那个它所替代之物（指称物）的。 

b.这些部分，从那个被卷入了符号过程的主体的角度而言，乃是被区别的，

虽然它们或许并未对象性地——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世界（除了那

些构成了生活世界的符号）——中被区别。 

c.在这两个部分之间，有一种双重的非对称性，因为一个部分，亦即表达，

比另一个部分更可以直接地被经验到。 

d.并且因为，另一个部分，亦即内容，比另一个部分更被注意。 

符号本身被主体性地从指称物那里区别开来，而指称物则比符号的任何部

分都更间接地被知晓。9 

有很多理由去相信，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只对很少的（如果有的话）不同

于人类动物（更不用提单个细胞了）敞开。并且，它在儿童发展中，只在一个

相当晚的阶段上被获得。要证明这样一个断言必然是不简单的，因为我们不能

简单地去询问猩猩和鸽子它们是否有符号，或者就这个问题询问婴儿或者稍微

大一些的孩童。从而，我们必须向试验性的研究求助；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获

得的观察只能是间接的。 

图像可以被认为是最好的研究案例，因为，与语言符号不同，图像必须同

时包含相似点与不同点。试验表明，即使是五个月大的孩童，对娃娃的注视也

比对图像的注视更长（DeLoache & Burns 1994）。然而，从这个实验不能得出

孩童把图像视作图像这个结论。其实，是九个月大，而非十八个月大的孩童就

试着去抓住被描画的对象，仿佛它是真的一样（DeLoache 2004）。那么，无论

它们感知到了怎样的不同，这里似乎都并未卷入与对象不同的符号。这个结果

表明，图像与它的对象被看作是不同的，但是它却并不必然地构成一个符号-容

器与它的指称物。真正的娃娃或许被视作这个范畴一个更为原型性的例证；或

者另一种可能是，真实的对象可能是更为有趣的，因为它有更多的感知性的属

性。10 

在一个由 SEDSU 计划所发现的研究（Zlatev et al. 2006）中，真实的或者

在照片图像中的鹅卵石或者香蕉片被以相互不同的配对被给予试验中的狒狒、

黑猩猩和大猩猩（Parron, Call, & Fagot submitted; summarized in Sonesson & 

 

论。见上面关于知觉的讨论。 

9 被意指之物一般也会比符号更被注意，如果我们假设在盎格鲁-萨克逊的语言哲学中被称

为“不透明的语境”的东西是一个例外的话。cf. Sonneson 1989: 193ff. 

10 这些观察令人想起被巴特斯（1979）和 达迪修（1995）所提的东西，虽然它们一开始是

独立于这些作者而被明确地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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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atev, forthcoming）。
11
把这些物种共同计算的话，当真实的香蕉与它的图像并

列时，其中值得注意的大部分选择了真实的香蕉，而只有非常少数选择了香蕉

的图像。除了黑猩猩，大多数被测试的灵长类也都表现了在香蕉图像和真实的

鹅卵石中，以及在香蕉图像和鹅卵石图像中，对于香蕉图像的可靠的偏好。更

进一步的，除了黑猩猩之外的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显示了试图去吃图像中的香

蕉的倾向。因此，或许可以说，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黑猩猩有着某种对符

号的理解，而不是仅仅把香蕉的图像看做香蕉这个范畴的某种较为不好的例证。

另一个 SEDSU 项目中的试验设计了一只单个的黑猩猩，Alex。它曾经在这之前

受训模仿超过二十种不同的行动序列，并且在一个新的试验中被征募来表演同

样的行动，但这次不是像以前一样被一个真人模特，而是被影像、彩色照片、

黑色照片，以及绘画里的行动所引导（Call, Hribar, & Sonneson，forthcoming）。

尤其有趣的事实是，当表现了行动序列中在最终行动之前之步骤的图像被展示

时，如它与最终行动的图像照面时一样，黑猩猩仍然能够完成全部行动。要说

这黑猩猩只是简单地把静止图像和行动搞混了，似乎是牵强的，尤其当照片展

示了一个未完成的行动，而引导了行动的图像则与被要求的行动不同时。既因

为这是一个对行动的静态的观察，也因为它并未展示完整的行动，或者行动的

大多数典型状态。从而，对图像符号的理解，或许乃是在于黑猩猩能力的范围

之内的。 

经常地，当它们被人类观察员引导时，猩猩，以及一些海豚和鹦鹉曾经被

知道能够掌握许多与语言类似的符号，比如美国符号语言（ASL）的元素，一

些塑料制成的“临时”系统，或者电脑键盘上的一些敲打的系统性组合。对这

些能力的具体的描述仍然不是非常清楚（cf. Wallman 1992; Heine & Kuteva 

2007）。事实上，即使只是提出一个有一点希望被解答的问题，我们也需要一

个对符号的完全的定义。没有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就会被迫要么否认所有关于

动物之符号行为的证据，把它们解释成“聪明汉斯现象”的例证（cf. Umiker-

Sebeok & Sebeok 1981），或者按其面值接受一切关于有意义的行为的说法。关

于第二种立场，从 Washoe 到 Kanzi（Cf. discussion in Zlatev, this volume），有

许多来自灵长类研究的乐观的报告可以供引述。 

 

3.意义作为对特性的探查 

 
11 SEDSU（指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gnes”）计划乃是一个由欧盟支

持的，包括了来自瑞典、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

以及灵长类动物学家的研究计划。为此计划，本文作者与泽拉特夫共同撰写了结论

（Sonesson & Zlatev，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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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以及其他动物来说，感知乃是意义的基础层级。它是一个意义

的层级，因为它假设了某种组织，而对于不同的物种以及不同的文化来说，这

种组织可以是不同的。用被生物学家以及生物符号学的先驱雅各布·冯·尤克

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所定义的功能循环的术语来说，每一个物种都有

其“周遭世界”（Umwelt）。这个世界，正如被解释的那样，由一个“标记世

界”（Merkwelt）和一个与之相应的“劳动世界”（Wirkwelt）所构成；前者

亦即那些被拣选的特性，而后者乃是一些反应，这些反应的结果在环境中给它

们自己以印象。感知与行动一起构成了一个功能性的循环（Funktionskreis）。

根据一个在现在已经成为了经典的例子，蜱虫静止地悬挂在灌木的树枝上，直

到它感知到了由一只哺乳动物的皮肤腺所散发出的丁酸的气味（Merkzeichen），

这感知把一个出发的消息传送给了腿部（Wirkzeichen），从而蜱虫就掉落到了

哺乳动物的身体上。这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因为命中哺乳动物的毛发的触

觉提示刺激了蜱虫四处移动，以寻找其宿主的皮肤。最终，当哺乳动物皮肤的

热量触发了那个让蜱虫可以饮用其宿主血液的，进行钻孔的反应时，第三个循

环就被激发了。这些不同的循环由感知性提示和功能性提示的携带者所构成，

并且共同造就了相互依赖的主体的诸整体；这与有机体以及那个周遭世界相符

合，这世界乃是为了这个被考察的主体而被定义的（cf. Zlatev，本文）。 

对于任何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或者符号学，或者甚至来自当今的新沃尔夫

主义（e.g. Lucy 1997）的人来说，有一个与这个描述不可避免地类似的物：

现实被设定为并非如此这般可见之物，而仅仅被一种如索绪尔所说的方式所设

定；根据这种方式，现实从某种“无定形的物质”（amorphous mass）被勾勒

出来。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在以上所提到的概念中，现实的分节仅在某种语

言的或者其他符号学系统，在文化或者历史阶段，以及类似的东西之中发生。

但是这里，正如尤克斯库尔坚称的那样，世界如何被分割成不同的片段主要是

由解剖学所决定的。然而，在功能性循环这个概念之内，同样有这样一个提议：

对世界的分节会根据对现实起作用的不同方式而产生不同。这与皮亚杰对感知

运动能力阶段之描述，以及与当代生成主义之信念，有某种相似之处（e.g. 

Thompson  2007）。 

或许更切题的是，认为感知乃是积极的和探索性的这个理念，与吉布森

（Gibson 1966, 1982）的关于感知的“生态学的”心理学（以及在此之上，与

胡塞尔的现象学）相似。正如 Gibson 所不厌其烦地重复地那样（再次作为胡塞

尔的回响），感知依赖于某人自己的身体的运动。根据把自己申明为吉布森之

追随者的科斯塔拉（Costall 2007），吉布森的“意义”概念最重要的特性，

乃是它既不等同于外部的感觉输入，又不等同于在大脑内部产生的“表象”，

而是构建了一个作为一个与一个环境互动的积极的观察者而出现的，动态的，

关联性的范畴。虽然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它只是吉布森意义理论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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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分（在没有任何明显影响的情况下）与尤克斯库尔的概念最为符合，并

且最为支持功能可用性概念（我么会在下一节讨论这个概念）。科斯塔拉的描

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吉布森（1978; 1980）本人同样也发展了一个关于图

像感知的理论；并且，在发展这个理论的时候，他总是坚称，与语言类似，图

像有意指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实在乃是表象（cf. Sonesson 1989）。
12很明显，他在早年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要清楚地分别图像感知与对世界的感知，

以表明后者在任何（有趣的）意义上都不是一个表象；这与关于感知的格式塔

心理学以及建构主义的心理学不同。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十年里，他似

乎因为图像感知本身而对它产生了兴趣。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在尤克斯库尔的周遭世界和结构主义以及新沃尔夫主义

语言学之间的不同：被异功能性地（allo-functionally）地定义的，不是前者，

而是后者：这也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运用于内容世界的结果；从一个在一个

符号内被解释的表达的角度，这个内容世界被描述了（cf. Sonesson 1989; 

1992; 2006c; 2007）。在周遭世界中，没有第二个层级。在一个真正的符号关

系中，哺乳动物本身不是皮尔斯意义上的对象，对于这个对象而言，丁酸乃是

表象。或者更精确地说，它不是“动态的对象”。他最多是一个“中介性的对

象”。必须记住，在皮尔斯的概念里，虽然“中介性的对象”直接地催生了符

号过程，但是“动态对象”乃是某种更为可理解的东西，它包括了那些关于同

一个对象的可知之物，虽然这些东西在催生的过程中并不在场。实在的，“动

态对象”乃是那个与这样一个系列相符合之物；这个系列潜在地是无限的：它

是作为同一个直接对象之结果的，不同的解释项的系列。应当明确的是，对于

蜱虫和类似的存在者来说，在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之间没有区别，因为解释项

之链条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蜱虫的感知很难被称作是

探索性的和积极的。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942: 29ff; 1945: 23ff），“象征形

式”的倡导者，毫无疑问乃是第一个在生物学之外认真地对待尤克斯库尔之理

念的思想家。在指出对于人类而言，所有经验都是经由媒介的（mediated）

（这是一个“中介”[Vermittlung]的情形）之后，他进一步观察道，正如尤克

斯库尔所描述的那样，这对于动物也是一样的。这并不表明，卡西尔在任何意

义上从这样一个立场上撤退：根据这个立场，只有人类的世界乃是被“象征”

所表达的。事实上，他从未提起过这个事实：对于尤克斯库尔而言，“功能循

环”乃是一个“意义理论”（Bedeutungslehre）：他把“动物反应”（animal 

 
12 通过引述科斯塔拉的一篇较早的论文，辛哈（1988）为在功能可供性之外承认符号（“表

象”）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证，但是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吉布森本人承认了图像中的“意指性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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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ons）与“人类回应”（human responses）对立起来。当他没有看到符

号和其他意义之间的相似之处时，卡西尔或许是错的（虽然他通过避免使用 

“Vermittlung” 这个术语提出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当他坚称二者之间

的不同时，他是正确的。正如被阿伦·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 964:176f），

一位不屈不挠的胡塞尔追随者所描述的那样，感知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但却

是“在一个比它通常被理解的意义更广的意义上”；这意义倾向于“仅限于象

征的意义”；这“象征”是指我们的“符号”。实在地，正如古尔维奇（1964: 

262ff）进一步提出的那样，在对于某种在表面上是记号之物的感知中，意义已

经被卷入了；这感知充当了在词语中被找到的意义的携带者。通过批评其他的

心理学家，古尔维奇指出，符号的携带者不是一个符号之意义的一部分；也就

是说，表达不是内容的一部分；这与在感知中发生的不同：后者由作为一个更

大的整体的一个内在部分的意向对象（noemata）所构成。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

提出的区分那样（Sonesson 1989），感知卷入了整体，而整体“多于”它们的

部分；符号必须与那些与它们所指代之物“不同的东西”有关。 

然而还不太清楚的是，对于蜱虫来说有关部分与整体的经验是否存在。那

对于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来说的，哺乳动物之在场的三个线索——丁酸的气味，

对皮肤的触感，以及血液的温度——在蜱虫的情况中并不一定需要被设想为一

个有着其自己的实存的，单个的实体（用吉布森的术语，一个“本体”）；它

们更可能构建了三个分离的段落；这些段落各自产生了其行为的序列。丁酸乃

是在彼处的，是属于蜱虫的；而哺乳动物则仅仅对我们来说是在场的。进一步

的，说丁酸或者哺乳动物是或者不是注意力的焦点，这是无意义的。要决定丁

酸或者哺乳动物是否是直接地被给予的，也没有意义。从蜱虫的角度来看，这

里很难有任何不同。对于蜱虫来说，不但没有符号，而且也没有多少可探索的，

一个世界的（部分）。 

被如此这般理解的蜱虫似乎并未明显地与单个细胞不同。为了试着把符号

概念扩展至细胞，克劳斯·爱默彻（Klaus Emmeche 2002）开始说明，在生物

钟，功能与意义是同样的东西。这也可以被证明，因为爱默彻在功能的意义上

理解意义：功能乃是部分对于总体的关系。实在地，“说对于细胞而言，细胞

色素 c 有什么样的意义，等于是说，它有一个功能。”（Emmeche 2002:19）这

暗示，酶的意义在如下一个意义上“是结构性的”：“细胞的份子形成了一个

诸相异点（正如在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要素）的系统”（Emmeche 2002: 20）。

根据这个观点，在细胞中的一切都同样也是一个语言。但是，与爱默彻似乎想

暗示的不同，相反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正如我们曾经定义的那样，这里毫无

疑问没有符号功能。再一次的，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这里有一个结构，但

不是一个被异功能性地定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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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42: 139ff）定义的那样，这里仍然有

物理的，而非生命秩序的诸整体；这不同于这样一个东西：他在他在他的不那

么有名的，第一本关于行为结构的书中，把它认为是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家的，

草率的普遍化。经常提醒我们梅洛-庞蒂的论辩的汤普森（Thompson 2007:  

72ff）会毫无疑问地承认细胞，蜱虫，以及生命秩序的存在，因为二者都在马

图拉纳和瓦雷拉（ Maturana & Varela 1980）的意义上是自我繁殖的

（autopoitic）；这也就是说，相对于它们所不是之物,它们在一个强烈的意义

上设立了它们自身的界限（Thompson 2007: 97ff）。我个人的感觉是，即使在

意义被考虑进来的情况下，在单细胞和蜱虫之间应该有某种不同，虽然我并不

确定，什么样的论证可能可以与这个问题有关。与此不同，我想要研究，在怎

样的意义（sense）上，即使不考虑符号，意义（meaning）对于那些从我们的

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乃是“高等动物”的东西，和对于单细胞与蜱虫来说，

有什么不同。人类，猩猩，以及其他哺乳动物将会被看成是意识到了部分与整

体的关系的。 

 

4.感知与注意力的场域 

总体与部分之关系的一种在人类的，或许还有一些其他动物的，但是可能

不是蜱虫的经验中展开的方式，乃是让意识之场域组成由课题，课题域，以及

边缘构成的结构。课题乃是那最中心性地占据了注意之物，场域与课题共在，

并且从内容的角度与课题相联系，虽然它们更少地被注意到；而边缘只是简单

地与课题和课题域共在，而并不内在地与它们相联系。至少，边缘包含了我们

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对当下时刻之时间视域，以及对于感知世界的注意；这种

注意的程度是，它不是注意力的焦点。虽然阿伦·古尔维奇（1957; 1964; 1985）

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发表了一个对于意识场域的，大师级的现象学描述，但是无

论是被哲学家还是在经验研究中,他的作品很少被重视（cf. Sonesson 1989）。在

一本新近的书中， 斯文·阿维森（Sven Arvidson 2006）开始说明这部作品13与

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同时强调，这里真正关键的，乃是注意力的机制。14虽然

阿维森没有提及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saello 1999; 2008）关于孩童和

猩猩的研究，这个对注意力的强调有这样一个优势：它把古尔维奇的经典作品

与更新近的研究联系了起来。 

 
13 指 古尔维奇的作品——译注。 

14 阿维德森的书的主要论证是，在被重新放置于古尔维奇的三分法中时，已然完成的，关

于注意力的经验研究会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不幸的是，我不认为阿维德森成功的证明了这

一点。没有古尔维奇的现象学研究，课题、课题域以及边缘的结构，是很难理解清楚的。

经验性的注意力研究仅仅考虑注意力的其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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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遭世界，比如蜱虫的周遭世界，作为一个过滤器而起作用；它排除

了所有那些与对于这个物种来说是典型的生物过程无关的东西。然而，人类的

生态位（cf. Smith & Varzi 1999）作为一个课题性的装置（device）而运行，通

过一个取自胡塞尔的术语，这个生态位同时也而被理解为“生活世界”

（Lebenswelt）；这在没有完全阻挡对于任何世界之属性的直接接触的情况下，

把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分配给了这些属性。这些显著性的诸等级对于一个“生活

世界”（Lifeworld）而言乃是构建性的；或者，它可能可以联机地（on the fly）

被产生，也就是说，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下，通过（联合）注意力的方式而

被产生。相关性和过滤都卷入了从环境的整体中对一些有限的特性的拣选。但

是，相关性并不排除任何东西：它仅仅只是把环境中的某些部分放入背景之中，

以准备为其他的目服务。从而，在语言这一情况里，对于决定词语和句子的意

义无关的那些属性，仍然可能有助于提供关于个人用语风格的信息，有助于甚

至认出说话的人。与之相反，过滤简单地删除了那些并未通过过滤装置之物。15 

相关性与过滤之间的不同毫无疑问地与那意识到自身之周遭世界的边界的

能力相关。它要求那个把周遭世界的界限课题化的能力。套用维特根斯坦的话

来讲，对于蜱虫而言，它的周遭世界的界限就是它的世界的界限；但是，（尽

管我们用引用维特根斯坦）对于人类而言却并非如此。确实地，在蜱虫的周遭

世界中，仅仅只有三个感知的范畴，以及三个行动的范畴。所有剩下那些为我

们人类（而在）的，对于蜱虫而言都被过滤了。16更精确地说，自然有一个人类

的周遭世界，它把那些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不可知的东西过滤了。但是，在此

周遭世界的界限内，有一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它由那些或多或少的被注意，或

多或少的的被强调的东西所构成，这些东西也在它周围被侧显。比如说，虽然

我们可见的光中不包含红外线，但是所有对我们可见的光仍然都是课题性地被

结构的。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有着注意力的漂浮着的中心的世界，在这里，那被

聚焦之物被感知成一个情景的，以及作为整体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并且，

因为注意力的焦点会漂移，感知乃是探索性的和积极的，并且一个解释项会导

向另一个。 

现象学的描述必然地显示，课题域的三分法结构乃是人类意识的一个无可

避免的事实；并且，正如阿维森（2006）正确地提出的那样，它是为了填充那

些我们在经验研究中所需要的细节的；但是，阿维森并未察觉，为了完成这一

 
15 我不想把课题结构用作把周遭世界和生活世界对立起来的，区分性的标准。然而，因为

课题结构先设了意识（正如古尔维奇确实地指出的那样，这是胡塞尔意义上的意向性），

对我的反对实际上乃是与泽拉特夫（本文）所提出的建议相同。 

16 就我所知，作为一个对于蜱虫的世界的描述，它或许是错的。但是它是从尤克斯库尔关

于这个世界必然要说的东西那里推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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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经验研究必须把这结构当做理所应当的。没有任何一个被阿维森所讨论

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个结构的在场。因为动物们不是现象学描述的任务（或者

说至少，关于这个，它们不会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知道它们是否有任何古尔

维奇的三分结构中的经验。对于那更著名的，在课题和那不被注意的东西之间

的区分而言，或许有一些（消极）的证据，虽然对于它的解阐释不是直截的。

虽然许多其他的解释毫无疑问也是可能的，但是托马塞洛的断言至少可以被阐

释成与注意力机制中的某些严格性相符合；他断言，猩猩们能够模仿目的而非

手段（1999）；而他的后期论断（2008:22ff, 49ff）则是，至少在他考虑到的所

有情况中，猩猩从模仿中并未学习到什么。其他的研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被阐

释：它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对他人之注意力的注意有关；比如说，

当猩猩被认为只会从可以见到它的人类那里求取某物，或者当它难以理解在那

个人类指着的篮子里有食物的时候（cf. Tomasello 2008: 30ff）。在另一方面，

一些 SEDSU 研究（cf. Call, Hribar, & Sonessen，forthcoming）似乎表明，这个

问题并未卷入注意力，而是卷入了执行：当他并未认出一个行动时，Alex 就不

能模仿它。然而，他并不适用任何在他的“储备”（repertory）中的行动，而是试

着去做某些新的行动（Cf. Hurley & Chater, eds. 2005 for similar arguments）。然

而，从注意力获取的角度来说，试验性的情景是极为造作的。 

虽然意识的，或者注意力的场域乃是一个移动着的结构，而切根据这个结

构的理解，所有在其范围内的东西都处于那个由课题、课题域和边缘所组成的

三分结构中，但是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中同样有部分与整体的内在关系，以及诸

范畴的成员。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属于一个特殊的种类或者范畴；这是独立于

符号功能的相似性。所有事物也同样是由部分构成，而且/或者在某些他物的临

近范围内出现；在这个事物被使用去构成符号之前，这就已经是指示性。17人类

的经验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由物（用吉布森的术语来说，由“本体”）构成；物

有不同的属性，是不同范畴的成员，也在多种环境中呈现。正如被尤克斯库尔

所描述的那样，在蜱虫或者单细胞的世界中，上述东西中没有任何一样是有意

义的。一些逸闻性质的事例，甚至是一些研究（Cf. Tomasello 2008: 42f）表明，

狗和猫的周遭世界，更不用说猩猩的周遭世界，与人类的周遭世界更为相似。 

在常识性的生活世界中，至少有三种分割一个可见对象的方法：把它分割

为它的合宜的部分（比如说，头部、躯干，以及腿部等等，如果总体构成了一

个人类身体的话）、分割为它的属性（是一个男性相对于是一个女性，是一个

成年人相对于是一个孩童；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整体），以及分割为它的视角或

 
17 在这个意义上，迪肯（1997: 77ff）相当正确地提出，相似性乃是认出某物，也就是说，

对某个范畴，甚至是某个“刺激物的普遍化”（stimulus generalization）的识别。我对迪肯的

批判（in Sonesson 2006c）卷入了对相似性和相似符号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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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侧显面（被从背面看到的身体，在一个四分之三的视角中被见到的头部，等

等； cf. Sonesson 1989; 1996; 1997; 2001; forthcoming ）。这些是因素性

（facoriality）的三个类型18；与相邻性（contiguity）一道，它构成了那个不是

作为符号，而是作为符号之基础的指示性。它的另一个更为有名的术语乃是分

体学（mereology）；它源出于胡塞尔的早期作品，是关于部分和整体的理论，

但却被逻辑学家莱斯涅夫斯基（Lesiewski） 给予了这个名字（cf. Smith 1994; 

1995）。或许也会有人把至少前两种区分想成构成了等级体系的东西：一个是

“外延性”（extentional）的，从比较大的合宜部分到更小的部分（手臂-前臂-

手-手指-指甲，诸如此类）；而另一个则是“内涵性”（intentional）的，从普

遍属性开始而终结于更为具体的属性（动物-人类-男人-老男人-傻子老男人，

等等）。19后者可以被理解为范畴成员的，一系列越来越狭义的循环。在外延性

的等级结构中，子范畴占据了更小的空间；然而在内涵性的等级结构中，外延

是不变的（只要你不改变被意指之物）。手臂与指甲的界限并不一致，但是那

个又老又傻，而且也是一个动物的人，却是同一个男人，虽然后一个属性20被更

广泛地分有（并且从而内涵性地更为广义；cf. Sonesson 2005-06）。 

分体论的任务不仅仅是论证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解释各种

不同的总体性（totalities）。胡塞尔把形态（configurations）与集合（aggregates）

对立起来；但是在总体心理学（Ganzheitspsychologie）的不同代表人物的作品

中，我们找到了类似的尝试；但是有时候；这些尝试是更为成熟的（cf. 

Sonesson 1989, I.3.4）。皮尔斯写了一个非常长，但却相当杂乱的，关于不同种

类之总体性的列表（quoted in Stjernfelt 2000）。更新近地，许多心理学家已经

在区分了本地线索（local cues）与更为全盘的（holictic）感知的如下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全球过程”（global processing），在其中被注意到的东西乃是最高

级的，等级化的刺激物；另一种则是 “ 形态化的过程 ” （ configurational 

processing），它考量的是诸要素之间的，交互空间性的（interspatial）关系

（Cf. discussion in Sonesson & Zlatev, forthcoming. Also see Zlatev, this volume on 

the “binding” problem）。 

 
18  在作者这里，factoriality 主要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见索内松 , “Semiotics of 

Photography: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emiotics, ed., Peter Pericles 

Trifonas, 2015.——译者 

19 在盎格鲁-萨克逊哲学中，感知性的侧显也已被习俗性地认为是某种内涵，但是这种同一

性并不怎么有帮助，如果有人对如此这般的感知（本身），而不是对它被语言所表达的方

式感兴趣的话。 

20 指“是一个动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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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之外的分体论经验的证据，是最为间接的。对于鸽子和猩猩之图

像感知，以及任何中间物的研究都可能不能证明动物能够把图像看作是图像，

但是它肯定可以表明，动物可以分别地注意一个人类以及一幅相应的图像，一

根香蕉以及它的绘画之间的相似和不同（Cf. Sonesson & Zlatev, forthcoming）。

似乎同样的是，不但当一个对象的全部部分都被包含在其表象（rendering）之

中时，而且当图像通过不同视角而变形时，信鸽都能够认出对象；至少是只要

某些“聚合物”（geons）被包含在内——这是说，只要一些对象的部分存在：这

些部分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被认出，并且包含了与同一个对象的其他部分的关系

（cf. Peissig et alia 2000）。实在地，我们对 Alex 对在包含了动作的某些有限步

骤的，静态图像的模仿的研究可以表明，猩猩有能力从时间片段中认出事件

（Call, Hriba, & Sonesson, forthcoming）。 

在他们对语法之起源的研究中，海涅和库特夫（Heine & Kuteva 2007: 150ff; 

276ff）考虑了在什么程度上，“动物认知”可以理解“层级性的分类学关系”，比如

包含性（inclusion）（范畴成员）、属性关系（我们的内涵性等级关系）、部

分整体关系（partonymy）或者说部分相对于总体之关系（meronymy）（我们

的外延性等级关系），还有社会关系、领地，以及位置。虽然他们考虑了在我

们在此提到的证据外的其他证据，但是他们还是总结道，关于等级性思想的基

本能力在那些已被研究过的动物中存在，尤其临近性（forthcoming）存在于猩

猩，猴子，以及至少一只灰鹦鹉中。他们进一步提出，被其他人声称为是人类

语言所独有的，那些递归的基础（underpinnings of recursion），其实内在于“动

物思考”的范围内（Heine & Kuteva 2007: 278f; 296f）。不容易确定的是，他们

是否想要暗示，所有那些让（完整的）递归成为可能的，在动物思考中所欠缺

的那些东西，乃是通向特定语法构造——比如名词词组和次级从句——的通

路，。在一方面，是递归以及/或者语言，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动物经验：无论是

什么造成了二者之间的不同，这都显然似乎并非是把捉感知性意义的基本法则。
21 

 

5.功能可供性的生态学：自然的以及文化的 

吉布森（1977: 67）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事物的一个功能可供性乃是“它的

诸属性以及它表面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组合；这些属性属于它的实体，而这个表

 
21 海涅与库特夫（2007: 304）提出，在壁画中无头动物的在场证明了，与语言学上的核心

词-修饰词（head-dependant）关系相符合的部分-整体之关系在1到1.5万年前就“概念性地在

场了”。这似乎是一个过度的结论。因为壁画乃是图像符号，在图像中的部分与整体之关系

也非常可能比在感知中的这种关系花更久才出现。但这不能得出结论说，二者在语言中同

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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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与一个动物相关”。被给予的例子中的一些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功能可供性

可以是一个事物的可被把捉性，或者可食用性。可被把捉性可以被理解为对被

把捉的适应性。可食用性必须被阐释为对于被食用的敏感性。用一个现象学的

术语来说，这些可以被说成是“沉淀”在个生活世界中一个对象上的推论：相应

的，一旦一个苹果被视作一个苹果，它就也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把握和吃掉的

东西，因为这些乃是一些被认为（而且是“合宜地”）在其他时间中已经发生在

其他苹果上的事件。从而，在一个常态（normalcy）以及规范性（normativity）

的意义上，苹果能够被把握和被吃掉：这是在绝大多数时间中都发生的事情，

而且它也是我们认为合适于对苹果所做的事情（cf. Sonesson 1996, etc.）。苹果

并不指代它自己的可被把捉性和可食用性。与一个符号的情况不同，（在苹果

的情况里）没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在此的直接被给予之物，但却不是

注意力的焦点；它被用来指向某个更为间接的，而且也更被重视的东西。在上

面讨论的意义上，可被把捉性和可食用性更多地是苹果的属性。然而，它们也

不止是苹果的属性，而同样也是那个把捉它和食用它的主体的属性。我们从而

止于生活世界的某种关系性的属性。当史密斯（Smith 1995） 考虑到关系性的

“性质”（accidents）或属性时，他向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存在论中加入了一样

重要的东西；可以说，这些属性乃是附着于数个携带者之上的；这些携带者或

许更多地是在吉布森主义而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意义上，被理解为本体。 

吉布森的功能可供性的概念在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后，才发展出了积极

感知这个理念：它是一种意义，这意义与指向性不同，并且并且从而与被符号

所表达的意义的种类不同；但是，它更多地与做事情的技艺，而非与作为“本体”

之领域的世界相关。吉布森（1979: 129）指出，既是物理性的，又是精神性的

功能可供性既依赖于被卷入的动物，也依赖于它的环境。他们乃是那令吉布森

的心理学变成“生态学”的东西的一部分：亦即，变成一个考虑到了与环境之间

的交互关系的理论。不过，功能可供性这个概念不应当简单地与在 尤克斯库尔

之周遭世界中的，那个从感知到行动的循环相等同。功能可供性似乎会与实体

的领域相重叠；也就是说，与被蜱虫所感知到的世界之属性不同，它们不是实

体的代替物。 

不同周遭世界的一些属性事实上可能更应该被理解成功能可供性。蜱虫的

反应很难被与它的感知区分开来。并且，可以理解的是，尤克斯库尔（1956）

提到，在家蝇的世界中，可着陆的地点这个属性，不是某种与实体之世界相重

叠的东西。然而，虽然尤克斯库尔在同一个小节里提到，在狗的世界里，地板

和沙发可能并未原初地拥有功能可供性，但是狗可以学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对

它们做出反应；这必然意味着，它至少有着某种通向实体之领域的通路。但是，

由沙发，桌子，椅子，以及墙壁（不用提烤炉和厨房洗涤槽）所提供（aff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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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之处，或许超出了狗的世界。另一方面，有一些经典的（以及一些更为

现代的）研究表明，猩猩能够吸收某些工具的功能可供性。确实，新近的试图

去教会猩猩某些语言之方面的努力甚至已然表明，它们能够把握电脑键盘的功

能可供性，虽然这毫无疑问不是那被研究之物的一部分。 

虽然从某种独立于文化的方面上看，可被把捉性可能乃是事物的一个属性，

但是这却很难是可食用性的情况。人类学研究充满了这样一些例子，一些在一

个地方被食用的东西，在其他地方被认为是完全不可食用的。并且，可以很简

单地想到其他一些明显与那些被提及之物属于同类的，并且仍然是文化性地特

殊的东西。我们仅仅需要想一想与立方体不同的骰子就可以了。假设有某个在

其中骰子尚未被发明的人类文化：骰子的可投掷性似乎能够直接的被来那些来

自相关文化的人们感知到，即使这种特殊的可投掷性只能被那些来自如我们的

文化的人们所知；在这些文化中，它们是许多游戏的重要成分（cf. Sonesson 

1989）。类似的，对于当代西方文化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一个电脑键盘有一个

直接的可书写性的属性（并不必然不像在键中在场的“可摁性”那么直接）。从

而，正如吉布森似乎会假设的那样，一些功能可供性可能被我们共同的周遭世

界所定义，然而，（杜撰一个对于吉布森来说是异端的术语），其他的“文化的”

功能可供性必然源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性的生活世界。22 

从而，吉布森对生态心理学的描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那个在胡塞尔

对生活世界的描述中被发现的问题是一致的（cf. Sonesson 1989: 37ff）：假设我

在看着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立方体，而是更具体地是一个骰子。这样，被胡塞

尔和 Gibson 所提出的论证就还是成立的：像被视作一个立方体那样，对象直接

地被视作一个骰子。但是这个信息显然不是简单地等着被抓取的：胡塞尔的

（1962; 1973）“班图黑人” （Bantu negro）被认为是一个被还原到普遍之生活世

界的主体；他在见到一个骰子时会感到茫然，至少如果他如胡塞尔所设想的那

样天真的话。并且仍然，对于一个西方文化的成年成员而言，这骰子至少会被

直接地视作立方体。23当然，骰子的意义没有被其可投掷性穷尽：根据不同的盯

 
22 在1989年写作时，我以为我有了一个发现。然而，大约在同一个时间段，克里斯·辛哈

（1988）用一种类似的风格谈论了“作为复杂人造物的汽车之社会-文化‘功能可供性’”，并

且最近，他指出了“作为一个纯粹感知性之范畴的‘功能可供性”的令人值得怀疑的状态”

（正在出版）。同时，艾伦·科斯塔（1955）提出要“把功能可供性社会化”。然而，在设计

理论中，部分第因为来自诺曼1999（Gunner Sandin, p.c.）的灵感，似乎这种社会化已经作

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发生了。一个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 Gibson之作品中的许多例子

（比如信箱等等）就其本性而言乃是社会-文化的，但是 吉布森从来未曾对此事实发表评

论。 

23 正如被 托乐蒙特1962 所指出的那样，在胡塞尔许多在他身后出版的论文显然似乎超越了

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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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它看的脸庞，它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且要考虑到，是在哪个游戏中，这个骰

子被投掷。 

对于不同的被用来下象棋的事物来说，这或许更为真确。要记住，索绪尔

用象棋作为一个语言的现成的比喻，并且论证说，任何一套奇怪的纽扣都可以

被用来下象棋，只要那指定了每一颗纽扣之可能的行动的规则是可知的；正如

在原则上，在一种语言中任何一个声音都可以用来指代一个意义。任何东西都

可以是一个国王，只要它被允许按照一个国王行动的方式来移动，正如（当然，

多少带点儿夸大）任何东西可以是一个/a/，只要它在元音系统中起到一个/a/的

作用。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对于某个知道怎么下象棋的人来说，只有一个看起

来像国王的棋子能够直接地“提供”（afford）那种移动；在象棋游戏中，国王

被允许有这些移动。 

迪肯（Deacon 1997: 41, 59ff）甚至比索绪尔走的更远；他比较了“被规则所

控制的游戏”——对此，象棋肯定是一个例证，还有礼仪规则以及音乐——和语

言，但排除了“肖像”，并声称是前者，后非后者有“象征式的指向性”。24事实上，

如果我们假设“象征式的指向性”表达了一个一般性的的理念，根据这个理念，

某物乃是“有关”另一个某物的，或者等价地说，是指代了另一物的；那么把它

分派给至少某些动物的交往的例证，和把它肯定地分派给被人类使用的图像，

就比把它分派给诸如礼仪、游戏和音乐这些事情，更合理。 

定义了游戏的规则完全不是“有关”任何事情的：它们对被允许的行为施加

先知。这很容易表现在在礼仪以及类似的情况中（cf. Sonesson, in press）。然

而，象棋的情形更难处理。让一些木头或者其他材料的碎片，以及一块棋盘成

为一局象棋的，乃是这样一些限制：它们施加于棋子被允许的行动，以及特定

棋子占据了特定位置所造成的后果。事实上，正如约翰·塞尔（John Searle 

1969; 1995）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在象棋规则的运用之前，棋盘上的移动是无规

律的；这象棋规则不同于交通规则：对于移动的限制造就了象棋，但是交通规

则并不造就交通。用其他的术语来说，象棋规则乃是“构造性的”

（constitutive），但是交通规则却只是“规范性的”（regulatory）。很明显，

人们可以争辩说，在一个意义上，/a/不意味着“低、舌前面、洪亮”（low, frontal, 

sonorous）元音；在同样这个意义上，王后意指了“可以在任何直线上进行任何

被意愿之距离的运动” 这样一样东西。或许，更切题的是，与语言相比，象棋

（在古德曼的内容的诸属性的意义上）实在是处于句法的层面上的；也就是说，

什么可以而什么不可以占据特定的位置这件事情，是有规则的，而且它还规定

 
24  关于我对此的批判的细节，cf. Sonesson 2006c。本维尼斯特的术语“可靠性的领域”

（domain of validity）会在下面谈论金钱的小节里被解释。 



 

 107 

了一些不可变的特质，以及其他的可以自由交换的东西。棋子并未携带与它的

表达区别开来的意义，而这是语言和图像的情况。再次地，棋子“提供”了特

定的移动——但仅仅在一个被给定的文化中，对于这个文化而言，象棋乃是一

个文化的（人造）事实。 

索绪尔的对比卷入了棋子以及语言的要素，比如音位和词。它并不关于句

子，更不要说话语（utterance）了。但是，如果被一个棋子所携带的功能可见

性所包含的，不但有那些行动的序列（它曾经在过去完成过这些序列，后者沉

淀在了它上面），而且有那些会在未来采取相同行动的倾向，那么或许一旦被

察觉，每一个单独的行动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话语相比较，或者更确切

地说，与说话的行动，亦即发音相比较。实在地，赫伯特·克拉克（Herbert 

Clark 1996: 40ff）提出，象棋中的每一个移动都可以被视作一个交流的行动，

它更改了两位棋手的共同知识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王后的每一次移动会是一

个“象棋行动”的类型，在象棋会是一个高度重复性的话语类型的情况下，可以

与言说行动相比较。从而，被理解成一个符号系统，象棋会拥有一个非常受限

制的可靠性的领域；或者，换句话说，非常少的内容来源。25 

塞尔（1995: 43ff）用“X 在 C 中被算作 Y”这个公式来描述那些造就了游戏

（以及普遍意义上的，机构性的现实）的，构建性的规则。他的例子乃是诸如

纸币和象棋之类的事物。在我心目中，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棋子（或者一个

以及让那个被用来在棋盘上代替它的纽扣）“算作”（counts as）一个能够在

棋盘上以确定的特殊方式移动的东西。26然而，要说（一个词语的，一个手势的，

一个图像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表达可以算作它的内容，是相当令人误解的。

符号在一个方面确实可以是事物的代替物（surrogates）；然而，它们比事物自

身满足了更多的功能。它们允许我们对事物采取一种立场，从而，为了生活世

界中的目的，决定这些事物的意义。没有任何棋子，甚至没有任何棋子的移动，

实际地算作那个改变了象棋游戏之意义的声明，更不用说那外在于象棋之世界

的东西了。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偶然：在语言和象棋之间的类似，把自己提议给了从

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索绪尔到塞尔和迪肯的许多杰出思想家；即使象棋由功

 
25 克拉克观察到（1996: 48f），在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已经作出的移动之描述之外，还有

一个“被注解的记录”；在其中，一个移动可以能从一个棋手的角度被视为是“一个重大错

误”（a blunder）或者一个 “大胆的移动”（a bold move）。这个观察指向了描述之不同的内

涵性的等级。它并没有说出任何只关于作为一个意义来源之象棋的事情：同样的，从一个

经纪人或者一个病人的角度来看，一记对下巴的拳击也可以被重新描述为一次胜利或者一

次失败。 

26 关于其他的，在我写作时我未曾意识到的对于塞尔之公式的考量，cf. Sinha,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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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供性构成，后者会显得似乎形成了一个一体化（integrated）的系统。在人

工智能的早期历史中，软件被发明的目的是下象棋，而这软件的一个更晚的版

本最终变得比人类棋手更好。然而，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内，这个软件从未有

这样一个令人感到气馁的任务：弄明白那原本是提供给人类感知的，功能可供

性的系统。相反的，软件必须利用棋盘上的位置的一种代码的某个版本；它可

以在日报的象棋栏目中被找到。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试着教会动物下象棋。

然而，因为许多研究者已经试着把语言的某些方面教给猩猩，下象棋或许会显

得是一个更简单的挑战。当被更仔细地考虑时，以及在语言学研究中，原来猩

猩（或许 Kanzi 例外，它已经显示了某些对英语的理解）已经可以在不必须掌

握许多感知技巧的情况下，就能够学习语言的某些类似之物；在此，那些感知

技巧对于语言运用乃是基础的。 

 

6.代替物和标记 

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至少有两种有意义的现象不仅仅是文化的功能可供

性，虽然它们不会是与我们的定义相符的符号。然而，一旦你试着去把捉它们，

它们总是似乎处于变成符号的边缘：亦即代替物和标记。 

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 2002）已经提出，符号的的起源——无论

用这个术语，他究竟意味什么——可以在国王和其他英雄死后被创造的他们的

雕像中找到。在此，再构建背后的理念是很容易理解的：某些（对于某个具体

的人，或者更普遍低，对于某个部族或者文化而言的）重要人物已经死了，而

为了弥补他的缺场，一个代替物必须被创造。或者，在一个更为普遍的等级上，

要把鸟从田野上吓跑，一个人类是被需要的（假设“人类”在鸟的世界中是一个

概念）；并且，因为一个人类不可能总是在左近，一个稻草人就在他的位置上

被树立了起来。或者，把我们的范围保持在令人瞩目的个体上，那么中国皇帝，

或者，更近的，萨达姆侯赛因就有名地有他们的替身。这个理念可以被普遍化

（正如它在语言的“设计特性”列表中被著名地普遍化那样；cf. Hockett, & 

Altmann, 1968）为作为任何可以代替某个不在场之物的的事物的符号。 

但是，无论是稻草人还是替身都不是“关于”人类的。它们不是典型的符号，

如果我们认为后者是由诸如语言，图像，以及手势之类的东西所代表的话。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符号乃是站在我们的经验之世界上的一个立场——这

是说，用皮亚杰的术语来讲，它们是“从主体的角度”被理解的（虽然一般而言

主体是一个社会性的主体）。稻草人、替身，（或许）还有雕像并不在人类不

在场的情况下展示（present）他们，从而对它们是什么这件事表明了立场。被

如此这般理解的代替物似乎与伪装属于同一个普遍的类，但却与符号相当不同。

在其他地方，为了一个任务，我引入了迪肯（1997: 76ff）；这个任务是试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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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在动物之世界中的伪装（比如说蛾子的翅膀被鸟视作“仅仅是树”）本质上

乃是像似性的“典型情况”；我们习惯于把相似性称为图像（Sonesson 2006c，in 

press）。事实上，仅仅当它并未被认作是它所是的时候，伪装才会在承担如此

这般的功能；然而，与之相反，唯有当它被视作一个符号，而不是诸如它所描

绘或者要么指代之物的另一个例证的时候（亦即，被当做一只香蕉的一个图像，

而不只是“香蕉”这个范畴的一个差劲的例证），一个图像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符

号才能充当一个符号。在这个方面，稻草人，正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替身，乃是

与伪装相类似的，因为只有当它们不被视作它们之所是，亦即，不被分别看成

不是人类或者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东西时，它们才能实现它们的功能。正如

金兹伯格所述，雕像似乎确实与我们的稻草人类似。在它们的创造者（虽然不

是它们的接受者）知道，它们不是真实之物时，它们仍然与在动物的世界可以

看到的（不过自然，不是作为一个军事程序的）那种伪装不同。虽然如此，即

使金兹伯格是正确的，一旦它被发明出来，在西方意义上的艺术就将这样一件

事情作为它的工作：通过引入一种关于英雄的观点，把雕像转换成符号。 

然而，这类或许有一个更加微妙的意义：通过被认作是与英雄不同的东西，

但是仍然并不关于他们，而是占据了他们的位置，雕像可能从一开始就和稻草

人不同。在这个词在剧场里被使用的那个意义上，替补演员（understudy）或许

是一个更好的例子：接手了那个通常是由一个著名来表演的部分的人，在任何

意义上都不“意味着”那个名演员。他只是简单地，为了当下此地的表演这个目

的而与那个演员等同。我们更确实应该思考，对于农夫而言稻草人之所是的东

西：它是某个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代替了一个人类的东西，但是一定并不意指

“人类”。或许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情形下，塞尔的公式“在 C 中 X 被算作 Y”

可以真的被运用。为了这个目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会保留“代替物”

（surrogates）这个术语。27在这个意义上，代替物确实与符号分享某些属性：

如果它们被理解成如此这般之物，它们替代了那与它们不同之物；因此，为了

把捉它们的功能，你必须理解如下两样东西：它们与它们所代替之物的等同性，

以及它们和它们替代之物之间的不同。因此，这里必然有一个分别，还有在被

卷入的两个事物之间的某种非对称性：但是，其中一个对象不可能在任何意义

上被一个主体（包括一个群体性主体）视作对于另一个对象的立场。28 

 
27 虽然“代替物”这个术语有时候被吉布森（以及，或许在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被艾

柯）用来描述图像性的符号，但是在这个语境下最好还是避免它，因为它代替了被意指的

对象这个提议。 

28 要看到这种不同，人们或许可以对比如下东西：范例（那些为了它们自身，为了那个它

们从属于的范例，以及为了某些它们拥有的属性而存在的东西），以及尤其是我在其他地

方称作伪同一性（pseudo-identities）之物——这是那些有着它们所替代之物的全部或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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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替代物和工具之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正如一个锤子是被制造

出来捶打，但其他对象也可能被用在同样的目的上一样，有许多事物可能代替

那些应该合宜地在那里的东西。在其他地方，我曾经否定了那些经常被提出的，

对于符号和工具的等同，无论它被理解成把符号还原至工具（比如在普列托的

作品中），或者把工具还原到符号（比如在艾柯的作品中）。两种还原都忽略

了这样一个事实：工具被用来改变世界，但是符号被用来阐释它（Cf. Sonesson 

1989: 133ff）。然而，代替物在这个方面就更像工具，因为，正如我们刚刚见

到的那样，它们也并不真的“有关”某些事物。但是它们介入这个语词的方式，

是更加不清楚的。 

在他对猩猩的经典研究中，科勒（Köhler）发现，猩猩们有能力把捉其他

事物的潜能，这潜能让这些事物像某些其他工具一样能用来买组一个相同的目

的。或许这甚至可以被视作是 托马塞洛之如下观察的积极一面：他观察到猩猩

不止在模仿目标（“仿真” [emulation]），而且在模仿手段（“真模仿” [true 

imitation]）上，也是愚笨的。另一个更为新近的研究真正地考虑了猩猩为了未

来之需求而做计划的能力；它发现，在一系列有着可见的不同，但是与在早先

的情况中被使用之工具有相同的相关属性的对象中，它们可以选出一件工具

（cf. Osvath & Osvath 2008）。但是，代替物对这个外部世界的干涉是远远地更

为微妙的，而且我不知道任何研究对此说了什么。 

另一个符号的边界性的情形（limiting-cases），乃是那经常被称作为记号

（marks）或者标记（markers）的东西。在一个最为直截了当的情形中，标记

仅仅是一种方法，它强调（enhancing）感知情景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作为课

题而凸显。然而，一旦我们超越了在感知中的直接在场，标记就倾向于变成计

时的装置。一个关键的例子就是众所周知的，手绢上的结。然而，一个更为有

启发性的情况，或许是在卡尔维诺（1997）的故事中，被 Qfwfq
29 在银河之外

的空间中的一个空旷的点上所作的记号；在此行动之后，我们的主角坐下等了

两百万年，以在完成了一整个银河年之后，再次观察到这个记号。当然，重点

是，这里的记号仅仅表示“那个在那里有一个记号的地点”。确实，似乎许多早

期现代哲学家，比如霍布斯和莱布尼茨，主要地把符号理解成允许我们记住更

早的想法的记号（“notae”），也就是说，理解成给我们自己的消息（cf. Dascal 

1978; 1983; 1998）。30然而，在现实的历史生活世界中，“标记”这个术语更好地

 

多数感知属性的对象，但是不是那些定义了它们的东西：不能吃的蜡做的食物，在商店橱

窗里展示衣服的模特（cf. Sonesson 1989: 336ff）。虽然蜡做的食物明显地是符号的一个范

例，在这个语境下，模特却或许最好被理解为一个代替物。 

29 卡尔维诺《宇宙奇趣全集》中的人物——译者 

30   即使是一个文化也可能被说成是为自己做记录的，在此情况下我们遇见了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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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在高拉丁时代（High Latin Age）时代符号的功能；无论它们是在书本或

者想象中的建筑中被理解——在此建筑中，关于话语（discourse）的论证有其

位置——，标记都简单地用来让说话者想起他应当想到的东西。书本不是书本

之外的另一个选择，而是用来激发鲜活之记忆的“记号”（notae）（cf. Draaisma 

2000: 33ff）。在那之后，书本以及其他的有肉身的人造物（embodied artefacts）

已经占据了许多那些在早先由个体记忆所统治的位置（这是柏拉图永恒地惧怕

的东西）。 

如果被理解为符号的替代物的问题在于它们缺乏“关于性”（aboutness），

那么标记的问题就更深刻。这里没有次级的等级。标记简单地强调已然在此的

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卷入了相邻性以及可能的部分-整体关系，亦即，卷

入了指示性。因此，在标记和符号之间显然有边界性的情形。给定两个倒扣着

的容器，其中一个上面有一个十字；多少是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一个成年人类

来说，这个情况下，任何有可能有趣的东西都会在那个有一个十字的容器底下

被发现。在这个被给定的情况里，我们或许可能把十字的记号解释为“下面有食

物”。但是，说到底，我们所有的乃是一个记号，以及它在另一个容器上的缺席。

结果是，这是一个对于至少一些猩猩而言是一个难以掌握的（Persson 2008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但是困难究竟在哪里，是在注意力的强化上，还是

在被情景性地传递的意义上，这并不清楚。在任何情况下，下结论说标记简单

地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能力之外，都有可能是错误的：狒狒曾被观察到在

深林中选择了那些被灌木的断枝所标出的路径（Savage-Rumbaugh 1998）。但

是或许这些标记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可以更清楚地被读作符号，这些符号交代

了刚刚走过的东西的故事。 

地标可以令人理解地被把握为如此这般的被强调的课题性的位置，而不是

单纯的感知性的语境。然而，在假设了两个或以上实体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

它们超越了标记：此处，一个实体是地标，而另一个是目标。一些 SEDSU 研

究探索了倭黑猩猩和卷尾猴的，在两个或者以上地标中搜寻的能力，并发现它

们的能力相比于人类而言更为受限制，虽然更少的地标和它们之间的狭窄距离，

对于研究中的策略是有所帮助的（Cf. Poti, Kanngeiser, Saporiti, Amiconi, Bläsing, 

& Call, to appear; summarized in Sonesson & Zlatev, forthcoming）。然而，有趣

的是，动物们倾向于放弃“中间规则”（middle rule）；相反地，它们在诸地标中

的一个或另一个的四周（neighbourhood）中搜寻。中间规则要求动物把一个对

象放置于与起码两个地标之联系中；虽然到最后，结果可能是这个规则太复杂，
 

（1979）所说的“作为一个集体心智（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文化”，或者更好地，用一

个更早期的术语来说，遇见了作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文化（在Halbwachs 

和 BartlettEven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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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用单个地标的能力似乎并未提出如此这般一个问题；而这个能力已经是

值得注意的。 

 

7.金钱作为代替物的一个系统 

对金钱和符号的比较已然在索绪尔的《教程》中被提出；在其中，或许仅

仅为了说清楚构成了系统之诸事物之间的关系，它被“价值”术语所表达。基本

上，金钱只是被规约地认作与其他任何种类的商品等价的，商品的一个特殊例

证。31金钱也同样是最为充分地被塞尔（Searle1995: 32ff, 37ff; 1999）所讨论的

“机构性事实”的一个例证：类似于象棋和语言，无论金钱是“商品”金钱

（commodity money），“契约”金钱（contract money），还是“法定”货币

（fiat money），它都被说成是处于一个“功能状态”（status function）（“X 在 C

中算作 Y）之中的。在此，商品金钱是黄金或者其他被认作自身就是有价值之

物，契约金钱的价值被归功于那个支付给持有者等价黄金的承诺，而法定金钱

则仅仅是被诸如中央银行之类的官方机构声称为金钱的纸张。当然，正如我在

上面说明的那样，商品金钱仅仅是一种享有特权的商品。而说到法定货币，正

如塞尔所展示的那样，它仍然有某种胡塞尔意义上的肉身（embodiment）（cf. 

Sonesson 2007），但是互联网交易的物质性（materiality）似乎是相当微妙的。 

在索绪尔后学的研究中，金钱隐喻的最为新近的例证，似乎被阿尔弗·霍

恩堡（Alf Hornborg 1999; 2001a, b）提出；他把金钱理解为某种符号，虽然在

我的观点里，他给出了放弃这个等同的非常好的理由。32霍恩堡提出，历史地发

生在金钱上的事情，可以被视作一个从能指到所指的，持续的转换：金钱指代

了（它指示性地与之相关的）交易价值，纸币指代了黄金，而电子金钱则指代

了纸币。然而，霍恩堡进一步主张，至少在西方社会中，所有金钱都是基础性

地源于意义的，这令它成为了一个非常令人好奇的符号。根据霍恩堡（1999: 

151），金钱乃是“仅有‘一个’符号的符码（code）”（他本人的强调），这好

比“想象一个只有音位的语言，只有一个字母的字母表，以及只有一个核苷酸

（nucleotide）的 DNA 分子”。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即使不算这样一个事实：

口头语言的基本元素性的“符号”不是音位，而是词语），因为所有种类的货

币都由不同的单位（比如“欧元”，“美分”）所构成；在这些单位之上，其他的面

 
31 洛希-兰迪（1983）对符号和商品的比较在此或许也是相关的。关于相关的讨论，cf. 

Sonesson，in press。 

32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虽然他引用了索绪尔和皮尔斯， 但是霍恩伯格（2001b）是在一

个非常广的意义上使用“符号”这个术语的，它包含了那些我们会称为意义，尤其是感知

（“感性符号” [sensory signs]）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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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被数字系统所添加。其实，这或许是索绪尔一开始选择把语言与金钱对比的

原因。33 

然而，事情很快就变得清楚了：霍恩堡实际上在思考某些非常不同的东西。

这东西，用 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 1969）的术语来说，可以被称作为系统的

“可靠性之领域”（domain of validity），亦即，是内容来源的边界（limits）。

根据本维尼斯特， 口头语言能够谈论任何东西（正如叶姆斯列夫所说，这是一

个“万能钥匙”式的语言），而其他符号学内容更多地被他们所能谈论之物所限

制；我已经提出（Sonesson, 1988; 2005-06），图像必须处理所有可见之物，或

者处理所有有着可见的同位体（homologues）的东西。除了可靠性之领域以外，

在一个符号系统中与内容来源相符合的，还有某些应答（answering to）了表达

来源的东西；本维尼斯特把这些东西称为“操作的模式”（mode of operation），

亦即，是语言中的声音，或者更精确点说，是语言中的音位，以及图像中的静

态的，二维的可见性。本维尼斯特之术语的优势在于，虽然他仅仅考虑了符号，

但它们却可以超越符号，并被普遍化到其他符号学来源中去。 

霍恩堡把西方的金钱概念与诸如尼日利亚提夫族（Nigerian Tiv）之类的前

现代社会中的这一概念对立起来。在后一个社会中有三种不同种类的价值，亦

即，对象三种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不同的循环。其实，把它用更充分的术语

表达的话，（与发生在不同国家之货币交换之情形中的事情不同），不但有可

能有许多不同的诸金钱系统——这些系统有着它们各自的有效性领域，在其中

不可能有交换——而且，至少在这个历史时刻，“‘所有’社会都承认那些不能

被金钱所中介的，人类生命的领域”这件事（Hornborg 1999: 157，his italics），

仍然是真确的。虽然霍恩堡没有给出任何例子，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

这些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诸如爱、友谊，以及荣誉都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

了更多爱，友谊和荣誉而被拥有。然而，即使有了这些例外，在西方社会中，

商品的整个领域仍然可以被用来换取金钱。 

与金钱可以指代所有事物这个事情相应的，是金钱不能特指任何东西这个

事实：正如霍恩堡（1999: 153）观察到的那样，金钱不能回应任何具体概念。

但是，可能更正确的说法是，金钱只回应金钱价值这个概念；这实在等于是说，

它被限制在了一个非常狭小的可靠性领域之中。34这仍然意味着这是一个无意义

 
33 正如普利托（1966: 43ff）论证的那样，一个只有一个符号的符号系统是例如那个表明其

携带者是一个盲人的，白色的手杖。情况之所以是这样，仅仅是因为白色手杖的缺场并不

表明其携带者不是盲人。这与诸如旗舰之旗语之类有着更多符号的符号系统不同。在旗语

系统中，旗子的在场指代了甲板上司令官的在场，以及旗的缺场指代了他的缺场。  

34 如果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事物都可以用钱买，那么金钱系统的可靠性领域就似乎并没

有被限制的特别低。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内涵的领域和外延的领域。金钱从所有东西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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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金钱乃是以某种方式直接地被给予的东西，但却不是课题性的；同时，

它被用来交换之物乃是非直接地被给予的东西，而且是课题性的。甚至，说一

磅银子关于那所有它能用来购买的货币，也没有多少意义。这简单来说就不是

金钱的用法。（把这个例子用我们扩展象棋这个例子的方式扩展的话，）给予

某人一些钱也不是一个欲望的表达的方式，这个欲望想要占有某个具体对象。

然而，如果金钱的在场伴随着一个“占位”（placing-for）的例证的话，那么这样

一个律令性的（imperative）行为就可能是有结果的。“占位”被赫伯特·克拉克

（2003）描述为一个作为指向（pointing）之补充的装置；在这个情况下，它乃

是在商店柜台上摆上某个对象，以告知店员，某些人想要买它。但是金钱不能

耍这个小技巧：它的放置本事就是足够的。 

这些思考已经足够让我们提出，金钱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替代物。它不在任

何意义上“关于”它能够买的东西；它甚至并不像在记号的情况里那样，带来对

于被购买之物的感知性强调。但是金钱肯定与其他的在上面被考量的替代物有

所不同；在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方面，这与象棋的文化功能可供性类似。并且

这也是索绪尔把二者都作为语言的类比的原因。因此，正如人们或许会问猩猩、

猴子和其他动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象棋手一样，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动物

们是否可能学会如何去处理金钱。 

一些 SEDSU 计划中的研究或许可以被认为与这个问题有一些关系，这些

研究卷入了关于卷尾猴的定量判断（Addessi, Crescimbene, & Visalberghi 2007; 

cf. Sonesson & Zlatev, forthcoming）。在测试之前，卷尾猴学习了在一个被给予

的代币（token）和相应数量的奖励之间的联系，这些奖励在代币被交易后，从

实验员那里被返还。有两种在形状、质料和颜色上不同的代币；其中一样可以

交换三个奖励，而另一个则可以换一个奖励。作者提出，通过掌握这些交易流

程，卷尾猴显示它们自己可以能够使用那些能与在人类语言中被找到的（“象

征”）相似的“象征”。这个阐释卷入了许多不方便在此得到讨论的论断（但是，

cf. Sonesson & Zlatev, forthcoming）。然而，如果代币是象征，那么，它们就起

码是符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里代币被用作符号。因为在某些类型的人造

物和特定数量的商品之间的相应性（correlation）被卷入了，故而与金钱的对比

就提出了自身。然而，金钱并不在完整的意义上是符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

语境下，我们也见到过，作为一个系统的金钱并非由这样一些行为构成：这些

行为要求用某些具体的事物来换取一些数量的金钱。它不由律令性的行为构成，

这能与那种最为普遍地在猩猩中被发现的指向相比较。但是这恰恰是卷尾猴似

乎已经学会的东西。 

 

价值的角度重新描述了它们。唯有当货币价值乃是唯一被社会所支持的观点是，这才会成

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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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语言之内和之外的系统属性（System character） 

索绪尔那在 20 世纪的前半段对于语言学的主要贡献，由对语言的系统属性

的（或许，还包括对于一些符号学来源比如象棋和金钱的）发现所构成；这个

贡献启发了对意义研究有兴趣的，最好的思想家：基本上，这个理念是，任何

术语都没有任何属于这个术语自身的意义；相反的，只有作为被系统所包含的

所有术语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它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这个关于语言之本

性的，基底性的符号学概念，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在语言学中被认为是过时的，

并被乔姆斯基提出的句法定义所代替，虽然前一个概念在符号学中仍然延续了

一二十年。 

把这个重要的理念引入语言学、符号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

（neurology），是特伦斯·迪肯（1997）的一个主要贡献；虽然，令人好奇地

是，他把这个概念归功于皮尔斯，并用它来引导他对索绪尔的批判，而皮尔斯

从未有过这类的想法（cf. Sonesson 2006c）。在他们最近的关于语法之起源的

书中，海涅和库特夫（ 2007: 134f, 264 ）恰恰在考量语言中的系统性

（systematicity）时，引述了迪肯。 在任何情况下，关于索绪尔的麻烦之处是，

他也为语言乃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理念铺就了道路——但是他从未合宜地把这

个理念与系统属性这个概念结合起来，并且整个索绪尔主义的历史就由对这两

个概念的分裂所构成。但是，有可能的是，系统属性乃是“社会交往”的一个结

果，正如索绪尔用在他那个时代的法语中是一个盎格鲁主义（Anglicism）的东

西所说明的那样。海涅和库特夫（ 2007: 209, 344 ）观察到，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要求这样一个语言系统：“a）这个系统被有规律地和经常

地在一个言说者的社群（community）中被使用；b）它被从一个言说者的团体

（group）传递到另一个（或者从一个世代传递到下一个世代）”。但是他们同

样论辩说（2007: 313ff），辞典必须先于语法，而且这个辞典是被索绪尔式的

概念所描述的；因此或许可以提出，甚至在语法出现之前，语言结构就已经要

求了这样一个使用者的双重社群。 

这个提议有一些问题。可能可以争辩说，（至少在象征或者规约符号的意

义上的）所有符号都要求一个系统。对于图像来说，这肯定不是真的：正如我

在其他地方已经证明的那样（cf. Sonesson 1989, 2005-06），图像之为图像并不

依赖于任何互相依赖着的术语的系统；虽然，在一个次要的层级上，它们或许

会要求这样一些意义。如果说如迪肯所声称的那样，“象征”（symbal）是在皮尔

斯的意义上被理解的，35那么迪肯（1997: 100）的这个主张就也不是正确的：他

 
35 亦即，被理解成规约符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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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在没有系统性关联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象征化乃是可能的”。如果我和

一个朋友决定，每次我穿上一件特定的衬衫，我就想要他在研讨会后开车送我

回家，那么这就是皮尔斯式规约符号的一个清晰的例证。但是仍然，如果我们

并未决定，不穿这件特定的衬衫意味着相反的东西，那么这里就甚至不会有最

低限度的系统。如果我的例子显得是故意设计的，那么在一些国家中被盲人们

使用的白色手杖就不是这样。某些不用一根白色手杖的人并不传达“我不是盲人”

这个消息，因此这里甚至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系统。在另一方面，旗舰上旗子

的缺场确实指代了司令不在船上这个事实（cf. Prieto 1966: 43ff）。后者从而构

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系统，但是正是它的最低限度性（minimanlity）把它放在

了一个与迪肯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层级之上。 

如果系统属性仅仅在语言中出现，那么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象棋和金钱

就只能被在语言之后理解，虽然它们在某些方面更为简单。在一个新的以及更

有趣的意义上，像象棋和金钱这类符号学装置会真的如结构主义者们所说，是

比语言更为“次要”的那个东西。36但是或许，正如这个术语被索绪尔所用的那样，

我们需要更好地区别不同种类的“价值系统”。正如索绪尔和 迪肯所思考的那样，

像被普列托所罗列的那些系统一样的，最低限度的系统，与作为互相关联之术

语的一个巨大系统的语言相比，似乎是完全不同之物。无论像象棋和金钱（它

们甚至不是由真正的符号构成的）这样的比喻对于描述语言有什么样的用处，

它们是否具有任何基于后者的复杂性这件事情，都是极为令人怀疑的。关于不

同种类的“价值系统”——在这个语境下，它们能够被更好的描述为不同种类的

整体——我们就是知道得太少。分体学（Mereology）乃是一种刚刚起步的研究。 

这就把我们带向了另一个质疑。即使象棋和金钱不要求符号，它们也肯定

需要某种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交互。并且，那些上面提到的最低限度的系统，包

括是我自己的例子，也一定是这样；在这些系统中，明确的规约被订立。如果

我们和海涅和库特夫一样把社会理解成一个一个社群——在其中，人们生活于

当下，并且延伸入未来和过去——那么这似乎比下象棋、拜访司令官，以及与

朋友定下约定所要求的更多。37这里，我们更多地处于 “小型团体研究”的领域内，

这种研究关于两个或者三个元素。但是，在这个方面，金钱显得与语言更为相

似。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关于在皮亚杰和维果茨基（Vygotsky）之

 
36 相似符和指示符唯有在符号的概念产生于规约符号之后才是可能的，这样一种可能性被

索内松（Sonesson 2006c）考虑到了。 

37 正如我在上面察觉到的那样，海涅与库特夫对于解释作为一个整体的语言并不感兴趣，

而只对语法化感兴趣。我是那个进行一般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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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经常被提出的类似的不同（Sonesson, 正在印刷），我们需要对社会概念的更

多更好的分析。 

从对于黑猩猩 Washoe 和 Nim，倭黑猩猩 Kanzi 和 Panbanisha，大猩猩 

Koko，红毛猩猩 Chantek 以及其他被教授了人类语言中的一些方面的猩猩的研

究那里，我们当然知道大型猩猩可以处理意义系统的一些种类。但是，只要我

们缺乏对那些他们学会的系统的更好的分析，那么把它们的能力和人类的能力

相比较就会是困难的。相似地，我们知道，这些动物生存于某种（在生态学上

相当不正常的）社群之中；这或许是一个没有过去和后代的社群。但是我们需

要更细腻地仔细审查社会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个概念能在动物和人

类之间作出一个区分的程度的话。 

 

总结与结论 

在没有穷尽任何论断的情况下，我已经不但考量了与感知不同的符号，而

且考量了一些边界性的情况；在这些情况里，有一些功能可供性仍然与感知更

接近，比如自然的和文化的功能可供性；并且，至少另外两样，亦即标记和代

替物，几乎完全与符号的定义相符合，虽然它们也缺乏符号的一到两个本质性

的属性。在上面被建立起来的那些考量的一个主要的东西，是尝试提出，有许

多不同种类的意义；以及提出，如果我们想要在动物和人类的符号学能力之间

建立某种不同或者一致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更细节地发现，在动物和人类处理

这些意义的方法之间的不同。尤其是，虽然系统属性自然地被理解成为复杂的

符号星云的自然的属性，它也在那些在某些方面比符号更简单的意义中被见到，

正如功能可供性和替代物作为例子所展示的那样。比如，这是否意味着系统属

性实际上确实在符号的产生之前就获得了意义；或者一旦被发展起来，符号系

统是否可能把它们的系统属性投射给其他意义——或者，系统属性这个概念缺

乏足够的区分度，这些都是不清楚的。这些考量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我欣

赏那些试图去建立起普泛的，符号学的，演化的（以及发展的）等级论的尝试，

比如库尔（ Kull 本集）和兹拉特夫（Zlatev 本集）的那些尝试，但对于加入这

个族群，我感觉还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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